
实施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注重私塾改良，并对已经改良的私塾实行奖励，使之逐步改造为小学或代用小学，各地也一

再加强对私塾的改造与管理。总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随着国民政府普及教育政策的推行，加强对私塾的改良和取缔，

新式小学持续设立，无论在课程设置、教学形式还是教学方法上，私塾已逐步趋向学校化，有的在此基础上改办学校，

起到了辅助学校不足的作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９－１２
作者杨光辉，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责任编校　张秀丽】

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与德意志国王选举制度

王 银 宏

　　在欧洲历史上，有不少诏书被称为“金玺诏书”，例如，１１３６年由教皇英诺森二世（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ＩＩ．）颁布的“金玺诏

书”，１２１２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称谓，９６２年称“罗马帝国”，１１世纪开始称“神圣罗马帝国”，１５世纪末至１６
世纪初开始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依据赫尔穆特·纽豪斯的观点，１５１２年正式采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

称号［参见赫尔穆特·纽豪斯：《近代早期的帝国》（Ｈｅｌｍｕｔ　Ｎｅｕｈａｕｓ，Ｄａｓ　Ｒｅｉｃｈ　ｉｎ　ｄｅｒ　ｆｒüｈｒｅｎ　Ｎｅｕｚｅｉｔ），慕尼黑：奥登堡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据此，本文所涉年代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ＩＩ．）颁布的“金玺诏书”等，而其中最为

著名的则属１３５６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四世（ＫａｒｌⅣ．，亦称“查理四世”）（１３１６．５．１４～１３７８．１１．２９）颁布的《金玺

诏书》（ｄｉｅ　Ｇｏｌｄｅｎｅ　Ｂｕｌｌｅ）。以“金玺诏书”为名，显现出这些诏书发布之隆重及其不同于一般的敕令法规。

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是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法律文献之一。在我国，关于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研究屈指可数，

据笔者所查，仅有刘招静的《德意志封建主义两重性的标本———查理四世〈黄金诏书〉》（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８
年）。该文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封建主义，同时兼及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对于德意志的封

建主义所具有的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德国史的论著简要提及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刘新利：《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这些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均不是基于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文本的研究，没有真正论及该《金玺

诏书》及其内容本身。即使在德语学术界，与神圣罗马帝国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专门研究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论著

也是凤毛麟角，多数仅是《金玺诏书》文本的翻译和简要评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皮埃尔·莫奈
（Ｐｉｅｒｒｅ　Ｍｏｎｎｅｔ）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题为“１３５６年的《金玺诏书》：德国和欧洲的长时段中的文本分析”的讲座。根据介绍，皮埃

尔·莫奈教授对１３５６年的《金玺诏书》“进行了详实的文本分析和历史阐释”。但是，笔者未参加该讲座，尚未知悉讲座的具体内容。

参见ｈｔｔ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ｃｎｕ．ｅｄｕ．ｃｎ／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ａｓｐ？ｉｄ＝６２１，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本文以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文本为基础，论

述该《金玺诏书》的文本问题及其规定的德意志国王（“罗马人的国王”）选举制度。由于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原始文

本所用的语言均为拉丁语，笔者虽粗通拉丁语，但是阅读这些原始文本还是力有未逮，因此本文所用的文本是由沃夫

冈·Ｄ．弗里茨（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Ｄ．Ｆｒｉｔｚ）翻译的德语文本［沃夫冈·Ｄ．弗里茨：《金玺诏书：１３５６年皇帝卡尔四世的帝国基本法》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Ｄ．Ｆｒｉｔｚ，Ｄｉｅ　Ｇｏｌｄｅｎｅ　Ｂｕｌｌｅ．Ｄａｓ　Ｒｅｉｃｈｓｇｅｓｅｔｚ　Ｋａｉｓｅｒ　ＫａｒｌｓⅣ．ｖｏｍ　Ｊａｈｒｅ　１３５６），魏玛：赫尔曼·博劳斯·那赫弗尔格出

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一　关于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文本问题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法律文献之一，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基本法”（Ｒｅｉｃｈｓ－

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直至１８０６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它是作为帝国的“宪法”而发挥作用的。将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称为

“帝国基本法”的官方表述，最早可见于费迪南三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Ⅲ．）于１６３６年当选为德意志国王时达成的《选举让步

协议》（Ｗａｈｌｋ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ｉｏｎ），而对《金玺诏书》的第一次学术讨论则出现在１６１０年，时值普法尔茨选侯家族的两个分支

就后来的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Ⅴ．，Ｗｉｎｔｅｒｋｎｉｇ，１６１０～１６２３年在位）的监护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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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侯权力问题爆发争论［阿尔敏·沃尔夫：《金玺诏书》（Ａｒｍｉｎ　Ｗｏｌｆ，Ｄｉｅ　Ｇｏｌｄｅｎｅ　Ｂｕｌｌｅ），格拉茨：学术印刷与出版集团２００２年

版，第９０页］。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起初并未被称为“金玺诏书”，其名称“金玺诏书”（Ｂｕｌｌａ　ａｕｒｅａ）始于１４００年，是由于

其上所系的金色封印之故，而完好的封印意味着文件的合法、有效。该金色封印是由黄金制成的圆形印章，直径约６０
毫米，厚６毫米（沃夫冈·Ｄ．弗里茨：前引书，第３５～３６页）。封印正面的图像是坐在王座上手持权杖的皇帝卡尔四世，其

左侧为帝国徽章，右侧为波希米亚王国徽章，正面边缘的铸文为“卡尔四世，受上帝佑护的罗马人皇帝，永远是帝国的

主宰”；封印背面是罗马城的图样，其边缘的铸文为“罗马，世界之首，牵引着地球的缰绳”。

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起初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法律文本，而是由不同时间颁布的多个法律文本组成的，包括１３５６年

１月１０日在纽伦堡帝国议会（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　ｚｕ　Ｎüｒｎｂｅｒｇ）（卡尔四世于１３５５年４月５日的复活节在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纽伦堡帝国议会开始于１３５５年１１月，是卡尔四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帝国议会）上颁布的《纽伦堡法

典》（ｄａｓ　Ｎüｒｎｂｅｒｇｅｒ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和１３５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在梅茨帝国议会（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　ｚｕ　Ｍｅｔｚ）上颁布的《梅茨法律》（ｄｉｅ

Ｍｅｔｚｅｒ　Ｇｅｓｅｔｚｅ）。其中，《纽伦堡法典》为该《金玺诏书》的第一部分（前２３章），而第２４章至第３１章，即《金玺诏书》的

第二部分，称为《梅茨法律》。

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共有７份原始文本，其中５份选侯文本、２份帝国城市的（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ｄｔｉｓｃｈ）文本，分别称为波希

米亚文本（Ｂｈｍｉｓｃｈｅｓ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科隆文本（Ｋｌｎｅｒ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美因茨文本（Ｍａｉｎｚｅｒ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普法尔茨文本

（Ｐｆｌｚｉｓｃｈｅｓ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特里尔文本（Ｔｒｉｅｒｅｒ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法兰克福文本（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和纽伦堡文本

（Ｎüｒ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这７份原始文本都是由羊皮纸制成的。虽然这些原始文本的内容相同，但它们之间有些微

文字表达上的出入。由于这些表达上的出入“仅能引起语言学家和历史学者的兴趣”，因此，依照迪特玛尔·路茨的看

法，法律人可以忽略这些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别｛迪特玛尔·路茨编：《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Ｄｉｅｔｍａｒ　Ｌｕｔｚ（Ｈｒｓｇ．），Ｄｉｅ　Ｇｏｌｄｅｎｅ

Ｂｕｌｌｅ　ｖｏｎ　１３５６］，吕贝克：施密特—罗姆希尔德出版社２００６版，第１１页｝。

在这７份文本中，波希米亚文本、科隆文本、美因茨文本、普法尔茨文本和特里尔文本是在法律公布后立即制定

的，而法兰克福文本和纽伦堡文本则是之后由皇帝卡尔四世的文书处（Ｋａｎｚｌｅｉ　ＫａｒｌｓⅣ．）制定的，这两个文本实际上

是波希米亚文本的副本或者抄本（沃夫冈·弗里茨：前引书，第３５～３６页）。在严格意义上，纽伦堡文本并不能被称为“金

玺诏书”，因为该文本上没有系“金玺”，但一般仍被看做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文件。该文本之所以没有“金玺”，据推测，

是因为纽伦堡城市没有提供制作“金玺”所需用的黄金（迪特玛尔·路茨：前引书，第１０页）。关于帝国城市文本存有一个

问题，即是否存在一个国王的加冕地———亚琛（Ａａｃｈｅｎ）的“亚琛文本”？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是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

规定的德意志国王的选举地，纽伦堡为第一届帝国议会的举办地，而亚琛为国王的加冕地，既然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和纽伦堡这两个城市有自己的《金玺诏书》，那么，按常理，亚琛也应该有一个同样的文本。但是，由于缺乏资料记载并

且目前尚未发现这一文本，因此对于“亚琛文本”存在与否只能存疑。

对于这７份原始文本，还存在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５位选侯有自己的《金玺诏书》，而其他２位选侯———萨克

森公爵和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却没有？大多数学者的回答是：这两位选侯放弃拥有这样一个正式、有效的文本。至于他

们“放弃”的原因，阿道夫·冯·哈纳克（Ａｄｏｌｆ　ｖｏｎ　Ｈａｒｎａｃｋ）和沃夫冈·Ｄ．弗里茨均认为是这样的文本制作“非常昂

贵”，而当时两位选侯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此外，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对此无暇顾及，因为他此时正在持续地进行“武

力自卫”（Ｆｅｈｄｅｎ），而萨克森公爵则由于“其狭隘的眼光”，认为这样一个以书面形式确认其权利的文本是“无足轻重

的”（阿尔敏·沃尔夫：前引书，第２２页）。但是，沃尔夫对萨克森公爵缺乏资金制作《金玺诏书》的情形提出了质疑，因为

仅仅两天之后（１３５６年１２月２７日），萨克森公爵就制作了另外一份由皇帝卡尔四世专门颁发给他并确认其特权的

“金玺诏书”｛卡尔·蔡莫尔编：《卡尔四世时期的金玺诏书》［Ｋａｒｌ　Ｚｅｕｍｅｒ（Ｈｒｓｇ．），Ｄｉｅ　Ｇｏｌｄｅｎｅ　Ｂｕｌｌｅ　Ｋａｉｓｅｒ　ＫａｒｌｓⅣ．］第２册，魏

玛：赫尔曼·博劳斯·那赫弗尔格出版社１９０８版，第１１８页｝。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萨克森公爵并未看重这样一个规定了

７位选侯共有的权力与特权的文本，他所在意的是自己与皇帝之间专门的约定与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献遗产”（Ｗｅｌｔ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ｎｅｒｂｅ）。在上述

７份原始文本中，现存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波希米亚文本最为古老，制作最为精美，共由８０张羊皮纸文稿组成。从

１７０４年至１７２３年，该波希米亚文本在维也纳皇家图书馆的编号是“Ｊｕｒ．ｃｉｖ．１１”。这意味着，它被归于“私法”类别，而

非“公法”。现在，其在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编号为“Ｃｏｄｅｘ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ｅｎｓｉｓ　３３８”（“文多波纳法典第３３８号”）（阿尔敏·沃

尔夫：前引书，第１１～１３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波希米亚文本中，只有《纽伦堡法典》加系了金色印玺，《梅茨法律》

那部分则没有盖印加封。据推测，这两部分文本是在１３６６年至１３７８年间装订在一起而合为一个文本的（同上，第１９
页）。这个波希米亚文本除包含有《金玺诏书》本身的内容之外，还有一篇关于去意大利加冕的适宜时间的文章、一封

关于波希米亚国王文策尔（Ｗｅｎｚｅｌ）作为卡尔四世的继承者的信件以及一份关于托斯卡纳（Ｔｕｓｃｉｅｎ）的城市和城堡的

目录。但是，这３篇著作的作者尚不明确。据推测，作者应是一位意大利人（明显应该是罗马人），他为卡尔四世供职

并且受到布拉格王室的信任（同上，第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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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制定与文本结构

卡尔四世从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德译本所使用的语词，只有少数情形下为“Ｋａｉｓｅｒ”，即“皇

帝”，多数情况下为“Ｋｎｉｇ”或者“Ｒｍｉｓｃｈｅｒ　Ｋｎｉｇ”和“ｋüｎｆｔｉｇｅｒ　Ｋａｉｓｅｒ”，即“国王”或者“罗马人的国王”（两者均指“德意志国王”）和

“将来的皇帝”。也就是说，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中所规定的是关于德意志国王的选举，德意志国王加冕后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俗世的统治者”］归来之后召开了一次王室会议（Ｈｏｆｔａｇ）［有学者认为，此次王室会议即为帝国议会（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笔者对此持

有异议，因为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德译本对这两个概念有着明确的区分］，他想要在此会议上申明５个方面的内容，即选侯阶

层的组成、通过选侯的选举来决定帝国皇帝的人选、货币、关税和禁止复仇条例（阿尔敏·沃尔夫：前引书，第１７～１８页）。

在纽伦堡帝国议会之前，卡尔四世即已协商同意，将在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Ｗｉｔｔｅｌｓｂａｃｈｅｒｎ）之

间不断变换的选侯投票权给予普法尔茨分支，将在萨克森—劳恩堡（Ｓａｃｈｓｅｎ－Ｌａｕｅｎｂｕｒｇ）和萨克森—维滕贝格（Ｓａｃｈｓ－
ｅｎ－Ｗ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之间有争议的萨克森的选侯投票权给予维滕贝格家族。至１３５５年的圣诞节，皇帝和选侯们在纽伦堡

已对皇帝选举事宜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但其他方面仍存有严重的分歧。故而，纽伦堡帝国议会在１３５６年的１月１０
日只发布了计划中的帝国法律的第一部分，即《纽伦堡法典》所含的２３章。

对于其制定和通过过程，依据《金玺诏书》中———以选侯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导言”，该《金玺诏书》是“所有教

会和世俗选侯以及为数众多的侯爵、伯爵、男爵、士绅、贵族和城市代表在珠光璀璨的、饰以权杖和王冠的皇位下集会，

在自由的纽伦堡帝国议会上，根据之前进行的深入讨论，依凭皇帝的权力而制定、发布和确证的”。从这句叙述性的语

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皇帝和皇帝权力之重要性的着重强调，并且在《金玺诏书》的每一章中几乎都有“依据皇帝的权

力”的表述。由于当时对上述５个方面内容中的后３个方面的问题（货币、关税和禁止复仇条例）还没有达成一致意

见，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协商与讨论，终于在１３５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在梅茨帝国议会上通过了《金玺诏书》的后８章，即《梅

茨法律》（迪特玛尔·路茨：前引书，第４页）。

卡尔四世致力于扩大自己皇室和领地的权力，同时也想要加强帝国的中央权力。鉴于当时的帝国情势，为稳固

帝国的权力架构、避免各诸侯之间的权力冲突，卡尔四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德意志国家的王位继承问题，而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王位继承成为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因此，规定德意志国王的选举问题是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中

心内容。由于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之前德意志国王的选举及选侯特权的确认，因而其主要内

容，从总体上看，并非新的法律规定，仅是以前的规定和习惯的汇编，即将之前得到认同的相关规定和惯例记录下来，

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其中的新内容主要体现在选侯的组成及其法律保障、促成具有持久性的和平等方面。据

此，选举权和继承权的对立消解于《金玺诏书》所规定的对国王的选举和对选侯权力的继承之中（阿尔敏·沃尔夫：前引

书，第１８～１９页）。

在结构上，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第一部分，即《纽伦堡法典》，以一个诗体的祷告开头，之后是各章标题的目录（科
隆文本和特里尔文本中没有各章标题的目录，波希米亚文本和普法尔茨文本中只有前２１章有目录，美因茨文本中则有一个前２２章

的目录）和一个“导言”，而后是依据标题目录的正文。置于法典正文之前的祷告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该祷告的全文

如下。

　　永恒和万能的主，你是宇宙唯一的希望，你是天穹的创造者，地球的造物主，你时刻挂念着你的人民并守护着天堂，你不操

控人们的行为，但是掌控着复仇，在阿莱克托（Ａｌｌｅｃｔｏ）统治的地方，就有墨格拉（Ｍｅｇａｅｒａ）［阿莱克托和墨格拉均为希腊神话中

的复仇女神，是创造了大地、海洋和天空的大地女神盖娅（Ｇａｅａ）的女儿。阿莱克托的主要工作是惩罚道德犯罪或者针对上帝的

犯罪，与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或复仇女神）尼米西斯（Ｎｅｍｅｓｉｓ）类似］颁布的法律。

让你的人民接受尊贵的、始终受到你———我们完美的上帝———护佑的皇帝卡尔的领导，你不断地施恩泽于田野和极乐之

地，至那神圣的泉源，天堂之水使生命不息，仁慈的雨滴让植物发芽，在荆蓟中自由地生长。

让我们获得百倍的收益，将其存储于巨大的谷仓，让我们满载收获，永世报答我们的上帝。

在梅茨帝国议会上通过的《梅茨法律》为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第二部分（第２４章至第３１章）。在《梅茨法律》于

１３５６年的圣诞节颁布时，教皇的使节亦作为见证人在场（阿尔敏·沃尔夫：前引书，第８３页）。在其拉丁语的原始文本中，

《梅茨法律》部分没有目录，并且其中只有第２７章和第３０章有标题，其他各章没有标题。《梅茨法律》是对《纽伦堡法

典》内容的扩大和补充，其内容主要是关于选侯的帝国职务、出席王室活动时的礼仪以及对选侯实施阴谋活动的刑罚

等。

三　关于德意志国王（“罗马人的国王”）的选举

《金玺诏书》的前６章规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问题，第１８～１９章、第２１～２３章以及第２６～３０章是对皇

帝选举的仪式方面的补充规定。选侯们的多数票对于新皇帝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７位

选侯以多数票选举产生。由此，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由选举产生的罗马人的皇帝”。这一规定对神圣罗马帝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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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在此之前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仅是“形式上的”，《金玺诏书》将此种选举正式化和明确

化。

在这７位选侯中，有３位教会选侯，即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４位世俗选侯，即波希米亚国

王、莱茵的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这４位世俗选侯均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鲁道夫（Ｋｎｉｇ
Ｒｕｄｏｌｆ　ｖｏｎ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的支系及其代理人。从《金玺诏书》中规定的教会选侯和世俗选侯的先后次序及其在典礼仪式

中的位次可以看出，教会选侯的地位要优先于世俗选侯。选侯们是自己领地的最高统治者，同时还拥有帝国的职位，

如美因茨大主教为帝国的德意志地区的首席总理（Ｅｒｚｋａｎｚｌｅｒ）（《金玺诏书》第２章），科隆大主教为意大利的首席总

理，特里尔大主教为高卢（Ｇａｌｌｉｅｎ）和阿莱拉特王国（Ｋｎｉｇｒｅｉｃｈ　Ａｒｅｌａｔ）［高卢为法国的拉丁语名称。阿莱拉特王国即勃艮第

王国（Ｋｎｉｇｒｅｉｃｈ　Ｂｕｒｇｕｎｄ）。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中规定的一些地方实际上并不在帝国的实际统治范围之内］的首席总理，波希米

亚国王为帝国的首席掌酒司（Ｅｒｚｍｕｎｄｓｃｈｅｎｋｅｎ），普法尔茨选侯为帝国的首席膳务总管，也是国王在莱茵地区和施瓦

本地区的代表（第５、２７章），萨克森公爵为帝国的首席内廷大臣，勃兰登堡边疆伯爵为帝国的首席财政大臣（第１、２７
章）。《金玺诏书》将７位选侯喻为帝国大厦之“高耸的”“不可动摇的”柱石（第３、１２章）和“７个闪耀着光芒的烛台”，

它们共同“照耀着神圣的帝国”（“导言”）。

新国王的选举由美因茨大主教召集并主持（第４章）。在选举前，美因茨大主教需确定一个日期，以保证其他选侯

都能在该日期到达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进行选举，并派信使送达其他诸位选侯。若选侯因故不能参加选举，可派全

权特使持其加盖封印的信件参加选举。若选侯或者其特使在选举日没有及时到达法兰克福，则丧失选举国王的权利

和投票权。在皇帝或罗马人的国王去世后，美因茨大主教应在知悉后１个月内使其他选侯知晓，并在３个月内与其他

选侯在法兰克福集会选出新的国王和将来的皇帝（第１章）。选侯们要在到达法兰克福的第二天早晨在大教堂举行弥

撒，弥撒之后由美因茨大主教引导进行宣誓，宣誓之后进行选举。从宣誓之日起，选侯们应在３０日内选出新国王；若

在３０日内没有选出新国王，那么在３０日之后，他们只能以面包和水为生。在新国王选出之前，选侯们不能离开法兰

克福（第２章）。《金玺诏书》还规定了一种特殊情况：在有３位选侯选举其余４位选侯中的１位世俗选侯为德意志国

王时，该被选举为国王的选侯的投票权也是有效的，若该选侯或者其特使出席了选举会议并且亦同意选举自己为国

王，那么他就以多数票当选（第２章）。

选举会议在美因茨大主教的主持下，按如下顺序依次询问其他选侯所决定的国王人选：特里尔大主教、科隆大主

教、波希米亚国王、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疆伯爵，最后在诸侯们的询问下，美因茨大主教说出其意中

人选（第４章）。在举行会议时，各选侯的座次是固定的，并且是“不可更改的”（第３、４、６章）。

依据《金玺诏书》的规定，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是国王的选举地，亚琛为加冕地，纽伦堡为新选出的国王举行第一

次帝国议会的城市（第２９章）。在选侯或者其特使在去往国王选举的路上或者回程经过相关诸侯的领地时，相关诸侯

均应保障其安全，不能以高于平常的价格为其提供食物，并且该选侯或特使的仇人或者与其不和的人亦不应在此过

程中有对其不利的行为。《金玺诏书》第１章详细列举了由哪些诸侯对特定的选侯所负有的护送责任（第１章）。

虽然《金玺诏书》第２章规定，德意志国王由７位选侯中的多数（即４位或４位以上意见相同者）选出，但是并未规

定他们是否有权废黜已选出的国王。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选侯们有权选举，那么他们当然也有权废黜。而另一种观点

认为，选侯们的权力在《金玺诏书》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和列举，《金玺诏书》中没有规定选侯权力是他们所不能享有的权

力。赫尔穆特·瓦尔特亦认为，从选侯的政治地位来看，并不能得出选侯们拥有废黜国王的权力的结论［赫尔穆特·Ｇ．
瓦尔特：“欧洲中世纪理论和实践中不合格的统治者问题”（Ｈｅｌｍｕｔ　Ｇ．Ｗａｌｔｈｅｒ，“Ｄ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ｓ　ｕｎｔａｕｇｌｉｃｈｅｎ　Ｈｅｒｒｓ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ｄｅ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ｄ　Ｐｒａｘｉｓ　ｄｅｓ　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　Ｓｐｔ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历史研究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第２３卷（１９９６年），

第１９页］。据此，在《金玺诏书》颁布四十多年之后，选侯们废黜国王文策尔的决定是无效的。这也是为何在选侯们的

废黜决定做出之后，文策尔不认可他们的这种决定，并且仍认为自己为德意志国王，并于１４０２年１月打算在夏季去意

大利加冕为皇帝（加冕仪式实际上并未进行）。此外，部分诸侯亦继续承认文策尔德意志国王的地位，例如，文策尔于

１４０７年写信给陶博河上的罗腾堡（Ｒ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　ｏｂ　ｄｅｒ　Ｔａｕｂｅｒ）感谢其忠诚，并希望该城市能继续承认他为德意志的国

王和未来的皇帝［路德维希·施奴莱尔：“国王文策尔与帝国城市罗腾堡”（Ｌｕｄｗｉｇ　Ｓｃｈｎｕｒｒｅｒ，“Ｋｎｉｇ　Ｗｅｎｚｅｌ　ｕｎｄ　ｄｉｅ　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ａｄｔ

Ｒ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法兰克国家研究年鉴》（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ｆｒｎｋｉｓｃｈｅ　Ｌａｎｄｅ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第３４～３５卷（１９７５年），第７１７页；阿尔敏·沃尔

夫：前引书，第７９页］。

《金玺诏书》中关于德意志国王选举问题规定的另一个缺憾之处在于，没有规定新国王的选举应在皇帝在位时进

行，还是应在皇帝退位之后进行。缺少这方面规定的一个后果是，在位的皇帝可对新国王的选举施加影响，甚至通过

贿赂和相应的利益承诺以保证自己的子孙当选为新国王｛可能正是基于这些缺憾及其不利影响，在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的协商过程中，法国方面提出，应完全禁止在皇帝在位时选举皇位继承人，并且不得从同一个王室连续选举出两任皇帝。但是，这

些意见未被采纳［参见彼得·威尔逊著，殷宏译：《神圣罗马帝国（１４９５～１８０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０页］｝。据统计，在

１４８６～１７９２年间共进行了１７次德意志国王的选举，其中有８次是在皇帝统治时进行的（同上，第５９页）。值得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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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１４３８年至１８０６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除１７４２～１７４５年在位的皇帝卡尔七世来自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

族之外，所有的皇帝均出自哈布斯堡家族（卡尔七世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的外孙）。

此外，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亦没有规定被选举人的资格问题，即没有规定只有帝国范围内的诸侯才能被选举为德

意志国王。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１５１９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卡尔五世的选举之中。卡尔五世于１５１６年就

继承了（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西班牙国王的王位，若再当选为德意志国王，那么法国将陷于卡尔五世的包围之中。因

而，法国国王弗朗茨一世（ＦｒａｎｚⅠ．）亦参与此次德意志国王的选举。之后，波兰国王（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匈牙利国王（Ｌｕｄ－
ｗｉｇⅡ．）和英格兰的国王（ＨｅｉｎｒｉｃｈⅧ．）等也步法国国王之后参与竞选。虽然他们没能成功，但是卡尔五世为此次选

举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据记载，卡尔五世只是“贿赂”给美因茨大主教的金钱数额就是１００　０００金古尔登（Ｇｏｌｄ　Ｇｕｌｄｅｎ）。他为此次

选举的最终支出至少为８５０　０００金古尔登，即约１吨黄金［参见米歇尔·考图拉：《德意志宪法史》（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ｏｔｕｌｌａ，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

ｓ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柏林：斯普林格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９～３０页］｝。

四　意义与地位：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与神圣罗马帝国

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一部新的“帝国基本法”，而在于对当时存在的法律、习惯法、之前诸侯

选举德意志国王的行为以及诸侯的特权和优先地位以“帝国宪法性法律”的方式予以总结、规定。由于中世纪时并不

存在实质上的成文宪法和一般性的立法活动，机构和个人的法律地位之确定基本是通过个别的“特权法”（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ｉｅｎ－
ｒｅｃｈｔ）来予以规定的［艾克哈德·穆勒－梅顿斯：“《金玺诏书》的历史意义”（Ｅｃｋｈａｒｄ　Ｍüｌｌｅｒ－Ｍｅｒｔｅ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Ｗüｒｄｉ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ｏｌｄｅｎｅｎ　Ｂｕｌｌｅ”），沃夫冈·Ｄ．弗里茨：前引书，第１７～１８页］，因此，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次“法典编纂”活动，可以说，

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开创了帝国“制宪”之先河，并以此确立了帝国的基本宪政架构。

实际上，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中一些关于德意志国王选举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作为《金玺诏书》的颁布

者，皇帝卡尔四世没有尊重自己所颁布的“宪法”，如卡尔·蔡莫尔所言，卡尔四世“经常破坏自己的法律，并且将它们

弃置不用……”｛卡尔·蔡莫尔编：《卡尔四世时期的金玺诏书》［Ｋａｒｌ　Ｚｅｕｍｅｒ（Ｈｒｓｇ．），Ｄｉｅ　Ｇｏｌｄｅｎｅ　Ｂｕｌｌｅ　Ｋａｉｓｅｒ　ＫａｒｌｓⅣ．］第１册，

魏玛：赫尔曼·博劳斯·那赫弗尔格出版社１９０８版，第２２８页｝他所实施的很多有益于其王室权力和帝国权力的政治行为及

授予特权的行为，都无视《金玺诏书》中的相关规定（艾克哈德·穆勒－梅顿斯：前引文，第２２～２３页），例如关于德意志国王

选举地和加冕地等方面的规定。为了谋求诸侯们对其子文策尔继承皇位的承认，卡尔四世颁布了该《金玺诏书》，而到

了真正选举皇位继承人时，卡尔四世亦不惜违反《金玺诏书》：为得到特里尔大主教同意选举其子为国王的承诺，卡尔

四世于１３７４年满足了特里尔大主教的要求———对文策尔的选举在伦斯（Ｒｈｅｎｓ）进行（伦斯现为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的一个城市，当时在教会方面属于特里尔，在世俗方面则是被科隆包围的领地。虽然文策尔于１３７６年在伦斯被称为“德意志国王”，

但他实际上是在法兰克福被选举为德意志国王的），而按照《金玺诏书》的规定，德意志国王的选举应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进行。从这方面看，我们有理由认为，１３５６年的《金玺诏书》是卡尔四世为谋求其子继任皇位而做出的让步和妥协，他

的这种让步和妥协有利于其家族的利益，但不利于帝国的整体利益。皇帝卡尔四世显然开了一个坏头———带头违反
《金玺诏书》的规定，后来普法尔茨的鲁普莱希特三世（ＲｕｐｒｅｃｈｔⅢ．ｖｏｎ　ｄｅｒ　Ｐｆａｌｚ，１３５２．５．５～１４１０．５．８）于１４００年也在

伦斯被选举为德意志国王并在科隆加冕为皇帝（阿尔敏·沃尔夫：前引书，第８１页）。奥地利公爵鲁道夫四世（Ｒｕｄｏｌｆ

Ⅳ．）亦曾试图让哈布斯堡家族享有《金玺诏书》中规定的选侯特权，某些特权甚至超出了选侯的特权范围（艾克哈德·

穆勒－梅顿斯：前引文，第２１页）。由此，“法律是强权之工具”的观点在神圣罗马帝国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作为帝国的“神圣的法律”和“具有永久法律效力的”法律，直至１８０６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一

直是帝国有效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对于神圣罗马帝国在１４～１６世纪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根本性作用，其中规定的

德意志国王选举制度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在此后数个世纪中最为稳定的制度，奠定了此后帝国宪法政治发展的基础。

作为对斯陶芬时期（Ｓｔａｕｆｅｒｚｅｉｔ）以来宪法发展的总结和概括，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在德意志法律史和宪法史上具有重

要的地位。对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的认知，是理解德意志国家的法律史、宪法史与政治史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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